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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监察类基本法律《宪纲》考论

陈国平*

摘 要 明朝的法律体系由基本法律和条例构成。基本法律即“祖宗成法”,不容后世更

改。《宪纲》属于基本法律,具有不可更改的特性。宣宗、英宗考定《宪纲》意在维护其权威,经

考定后洪武四年《宪纲》的内容基本上都被保留下来,所增加的内容是以编例的形式附于其后,

强化了洪武《宪纲》作为基本法律的地位与性质。正统四年后《宪纲》的名称一直相沿未改。学

界对《宪纲》长期存在一些不准确甚至错误的说法,系误传或对史料的误读所致。在《宪纲》之

外不存在其他监察类单行基本法律,这一点对从总体上认识明代法制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 明朝 监察立法 宪纲 法律体系

引 言

明朝统治者非常重视监察制度建设,先后出台了大量的监察方面的法律。洪武四年(1371
年),明太祖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了监察方面的专门法律《宪纲》。〔1〕洪武六年(1373年),朱

元璋将《宪纲》与《律令》一起重新刊印发布。〔2〕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命都察院以《巡

按事宜》颁各处提刑按察司。〔3〕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制定《诸司职掌》以明确中央

各机构的职责,〔4〕在其中“都察院”部分专设“十二道监察御史职掌”一节,〔5〕并将《巡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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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见《明太祖实录》卷60,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96册,第161页。
同上注,卷81,第3册,第1465页。
见前注〔1〕,卷150,第4册,第2363页。
见前注〔1〕,卷226,第5册,第3308页。
杨一凡点校:《皇明制书》第2册《诸司职掌·都察院》,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5

-6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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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中的内容纳入其中。〔6〕正统四年(1439年),对《宪纲》进行考定后刊印。〔7〕万历十五年

(1587年),编定综合性的法典《大明会典》,在其中“都察院”部分,以《诸司职掌》中“都察院”部

分内容为基础,将《宪纲》及历年颁布而又正在实施的监察方面的条例纳入其中并分类编

列。〔8〕此后,《宪纲》依然作为单行法律与《大明会典》并行于世。通观有明一代,《宪纲》制定

于洪武四年(1371年),考定刊印于正统四年(1439年),贯彻实施于整个朝代,是国家的基本法

律之一,也是唯一的始终实施的监察类单行法律,在监察类法律体系乃至整个国家法律体系中

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因《宪纲》的官方刻本早已失传,使学界在版本的研究上出现了一定的困

难,以致出现了种种不准确、不一致甚至矛盾的说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将正统四年《宪纲》与洪武四年《宪纲》割裂看待,认为明朝的监察法规是正统四年

(1439年)所制定的《宪纲条例》。如彭勃、龚飞在《中国监察制度史》一书中说:“明承元制,对

监察机关的建置、职权范围、运行事例等,都制定了法规。元代监察机关法规称《宪台格例》,明

代称《宪纲条例》。《宪纲条例》是明代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所制定的。”〔9〕

二是不能从明代法律体系的特点出发认识《宪纲》作为基本法律的地位,认为《宪纲》在洪

武四年(1371年)颁布后特别是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考定刊印后,又经历了多次修改。这方

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苏嘉靖发表的《从<宪纲>修订看明代监察制度的兴衰》一文,其认为“在
《宪纲》事类监察法规体系中,《宪纲》乃是总则,其条文的修订贯穿明代监察体制变迁始

终”。〔10〕

三是将《宪纲》称为《风宪总例》或《宪纲事例》或《宪纲事类》,甚至将它们不加区别地混用。

这种事例比较多,如关文发、于波在其主编的《中国监察制度研究》一书中就称:“明代的监察立

法中最值得重视的是《风宪总例》的颁布,这是朱元璋创立的明代根本性的监察法典。这部法

典颁布于洪武四年(1371年)……正统四年(1439年),经修改重颁的《风宪总例》仍体现了这一

精神。”〔11〕再如刘双舟在其所著《明代监察法制研究》一书中称:“明代监察立法中最值得重视

的是《风宪总例》的颁布,这是朱元璋创立的明代根本性监察法典……英宗正统四年(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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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实录》卷150对《巡按事宜》的内容有详细记载,将之与《诸司职掌》的有关内容进行比较,
可知其主要内容都被编进《诸司职掌》,因此不再被后人提起。

见《明英宗实录》卷60,第14册,第1153页。
参见《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39-1058页。有明一代一共有过三本会典,即正德本、

嘉靖本和万历本。正德本于正德四年(1509年)编成,正德六年(1511年)刊印;嘉靖本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完成,但未刊印;万历本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编成后刊行。正德本和嘉靖本会典未流传下来,中华书局

1989年出版的是万历本会典。本文以此本为研究依据。
彭勃、龚飞主编:《中国监察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页。另,邱永明的观

点与之相近。见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7页。
苏嘉靖:“从《宪纲》修订看明代监察制度的兴衰”,《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第173页。该文章还有一点值得商榷,即将正统四年考定刊印的《宪纲》称之谓《宪纲》事类。笔者认为,作为

一部法律的名称,要么是《宪纲》,要么是《宪纲事类》,“《宪纲》事类”不是规范名称。
关文发、于波主编:《中国监察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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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对《宪纲》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宪纲条例》共十条,主要规定了监察官员的职权和责

任。”〔12〕这段话先说朱元璋时期颁布的是《风宪总例》,后面又说正统四年对《宪纲》进行了修

改,显然将《宪纲》等同于《风宪总例》;同时,说英宗正统四年对《宪纲》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宪

纲条例》,将正统四年《宪纲》等同于《宪纲条例》,名称显得有些混乱。

四是将《宪纲》与《宪体》或《出巡相见礼仪》《巡历事例》等并提,并将之认定为并行的监察

类法规。如陶道强提出:“明代制定了《宪纲》和《宪体》,以之为准绳来约束巡按御史行使职

权。”〔13〕焦利认为:“洪武二十六年前后,朱元璋制定了《宪纲》《出巡相见礼仪》《奏请点差》和

《巡历事例》等条例。”〔14〕强鹏程在《明<宪纲>初探》一文中运用版本分析等方法对与《宪纲》有

关的说法进行了初步考证,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时认为:“正统四年颁布的《宪纲》实际上包括

五部单行法律,即《宪纲》《宪体》《岀巡相见礼仪》《巡历事例》《刷卷条格》,将这五部单行法律统

称为《宪纲事类》是可以的。”〔15〕

以上各种不同说法归结起来,核心的问题是:《宪纲》是否还有其他的名称,以及是否还有

与之并存的监察类基本法律。对这些问题辨别不清,不仅会影响到对《宪纲》本身的认识,也会

影响到对明代整个监察制度的研究。由于各作者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大都没有引用历史文献

加以说明,查有关的历史文献也少有直接明确的记载,这样就给辨明各种观点带来了较大的困

难。本文试图将《宪纲》置于明代整个法律体系之中,运用版本分析、实例分析、统计分析等方

法,对与《宪纲》一书有关的说法作较为全面系统的考查,以期澄浊以清,为深入研究《宪纲》乃

至有明一代的监察法制提供一种有价值的参考。

一、洪武四年《宪纲》乃“祖宗成法”不许后世更改

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存在着整体与局

部两个方面,整体由局部组成,局部也不能脱离整体而独立存在,双方相互依赖,互受影响。因

此,研究事物局部的功能与特点,须将其放到整体中去考察。正如毛泽东在谈到战略问题时指

出:“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

的东西的。”〔16〕据此,对《宪纲》的考察也不能局限于《宪纲》本身,而应将其放到明代整个法律

体系中去考察,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认识避免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

(一)明代的法律体系及基本法律“祖宗成法”的特点

在中国帝制时代,国家的法律体系一般由两类法律构成,一类是基本法律,通常表现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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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双舟:《明代监察法制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59页。
陶道强:《巡按监察御史巡按职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焦利:“中国古代监察法律的演进(下)”,《中国人大》2018年第9期,第48-50页。另,邱永明也持

此观点。邱永明,见前注〔9〕,第407页。
强鹏程:“明《宪纲》初探”,华东政法大学2010年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第4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典;一类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如唐朝的基本法律有《唐律》《唐六典》等,皇

帝临时颁布的法律文件有诏、令、格、式;宋朝的基本法律有《宋刑统》,皇帝临时颁布的法律文

件有敕和例。〔17〕

明朝的法律体系构成同往朝一样,既有基本法律,如《大明律》等;也有皇帝临时发布的法

律文件,如例、条例等。朱元璋对“律”与“例”所下的定义为:“律者万世之常法,例者一时之旨

意。”〔18〕意思是说“律”是各代通行的基本法律,“例”是皇帝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出的决定。

《明会典》对“例”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事例出朝廷所降,则书曰‘诏’、曰‘敕’;臣下所奏,则书曰

‘奏准’、曰‘议准’、曰‘奏定’、曰‘议定’。或总书曰‘令’。”〔19〕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一月,朱

元璋在与刑部大臣谈话时进一步阐明了律与例的关系:“刑部臣奏,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

定,俾所司遵守。太祖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有经有权。律者,常经也。条例者,

一时之权宜也。朕御天下将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20〕朱元璋的意思是,法令

是治理的工具,其中律是不宜变更的“常经”,条例是根据当时的情况采取的临时性的措施;例

可随时变更,律则不用更定。尽管朱元璋所谈的是刑律与条例的相互关系,但也适用于其他基

本法律与条例的关系。

明代的基本法律有两个特点:一是基本法律的范围比较宽泛,既包括《大明律》《诸司职掌》

一类的综合性法典,也包括《宪纲》这种关乎某一方面的重要法规,还包括《皇明祖训》《大诰》等

训示性的法律文件;二是基本法律都由朱元璋亲自组织制定,不容后世更改。据《明史·刑法

志》载:“始,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后屡诏厘正,至三十年,

始申画一之制,所以斟酌损益之者,至纤至悉,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

之罪。”〔21〕朱元璋在留给后世子孙的《皇明祖训》一书的序言中指出:

朕观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盖自平武昌以来,即议定著《律令》,损

益更改,不计遍数。经今十年,始得成就。颁而行之,民渐知禁。至于开导后人,复为《祖

训》一编,立为家法……今令翰林编辑成书,礼部刊印,以传永久。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

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

穷矣。〔22〕

这里,朱元璋不仅强调了他所定法律的绝对权威性———“一字不可改易”,也阐明了这种权

威性的正当理由,包括历史根据、现实经验乃至天地与祖宗的背书。

朱元璋要求后世子孙谨守“祖宗成法”的遗训对有明一代的政治和法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洪武以后,凡是朱元璋制定的基本法律都没有更改过。凡是新的一代皇帝登基,都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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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1-91页。
见前注〔1〕,第5册,第3144页。
见前注〔8〕,“弘治间凡例”,序言部分第5页。
《明太祖宝训》卷3《守法》,《明实录》附录,第96册,第179页。
《明史》卷93《刑法一》,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23页。
见前注〔1〕,卷82,第3册,第1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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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遵守“祖宗成法”。皇帝和大臣们遇到重要的或疑难的事情要处理,也都会首先援引“祖制”

作为依据。如果有人想更改朱元璋时期制定的基本法律,就会受到“变乱祖制”的攻击。尽管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基本法律与实际生活脱节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应当加以修改,但碍于谨

守“袓宗成法”的约束,这些法律却从来没有被修改过。当然,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朝廷不得不

颁行大量的例和编纂例的汇编来补“祖宗成法”的不足,这些例和例的汇编与“祖宗成法”并行

于世。

(二)洪武四年《宪纲》具有与《大明律》一样的基本法律属性

朱元璋是中国帝制时代历朝开国皇帝中极为重视监察制度建设的皇帝。早在明朝建立的

前一年即吴元年(1367年)冬十月,朱元璋就设立御史台及各道按察司,命其履行监察职责。

在朱元璋心目中,御史台是与中书省、都督府并列的三大国家机关之一。他对新履职的御史台

的官员汤和、邓愈、刘基等人说:“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

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实为清要。”〔23〕朱元璋在这里强调了

监察机构御史台在维系朝廷纪纲方面的特殊重要地位。

相应地,朱元璋极为重视监察方面的立法。在明朝建立前的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
年)正月,尚未称“吴王”的朱元璋就命按察司佥事周浈等定议“按察事宜”,“条其‘宪纲’所当务

者以进”。他对周浈等人说:“风宪,纪纲之司,惟在得人,则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

魅能为妖祸’,尔等若能兴利除害、辅国裕民,此即神明;若阴私诡诈、蠹国害民,此即鬼魅也。

凡事当存大体,有可言者勿缄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卖直。苟察察以为明,苛刻以为能,下

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风宪矣。”〔24〕朱元璋对监察官员的寄望之重和对监察立法的盼望

之切溢于言表。

在朱元璋的督促下,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御史台进拟《宪纲》四十条,由朱元璋亲自审

定后颁行。据《明实录》记载:

御史台进拟《宪纲》四十条。上览之,亲加删定,诏刊行颁给。因谓台臣曰:“元时任官

但贵本族,轻中国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风宪,岂是公道! 朕之用人惟才是使,无问南北,风

宪作朕耳目,任得其人,则自无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铎对曰:“臣闻元时遣使宣抚百

姓,初出之日,四方惊动,及至,略无所为。而去,百姓为之语曰:‘奉使宣抚问民疾苦,来若

雷霆,去若败鼓’,至今传以为笑。今陛下一视同仁,任官惟贤,尤重风宪,明立法度,所以

安百姓,兴太平,天下幸甚! 臣等敢不精白一心,钦承圣意!”〔25〕

从朱元璋与台臣的这段对话看,《宪纲》的内容当是关于御史的选任和御史出巡规则方面

的一些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着手制定《宪纲》的前后也在考虑制定有明一代最重要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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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见前注〔1〕,卷26,第1册,第386页。
见前注〔1〕,卷19,第1册,第260页。
《明太祖宝训》卷3,《明实录》附录,第96册,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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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大明律》。《明史·刑法志》记载:“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

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日久而虑精,一代法始定。中外决狱,一准三十年

所颁。”〔26〕这段话讲明了《大明律》与《律令》的承继关系,也明确描述了《大明律》制定、修订与

完善的过程。《明实录》对于《律令》的制定过程有更详细的记载。据《明实录》,吴元年(1367
年)冬十月,朱元璋“命中书省定《律令》,以左丞相李善长为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

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右司郎中徐本,治书侍御史文原吉、范显祖……为议律官。初,上以

唐宋皆有成律断狱,惟元不仿古制,取一时所行之事为条格,胥吏易为奸弊,自平武昌以来,即

议定《律》。至是台谏已立,各道按察司将巡历郡县,欲颁成法,俾内外遵守。命善长等详

定”。〔27〕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律令》成,命颁行之”。〔28〕

洪武六年(1373)夏四月,朱元璋听从监察御史答禄与权的建议,“重刊《律令》《宪纲》,颁之

诸司”。〔29〕

比较《宪纲》与《大明律》的制定过程可知:①从时间上看,两部法律制定的时间进程

非常接近。朱元璋酝酿定《律》的时间较早,为其平定武昌返回应天即元顺帝至正二十四

年(1364年)三月以后,〔30〕但正式启动的时间为吴元年(1367年)冬十月;《宪纲》的正式

启动时间为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正月,甚至比前者还早了一年多。《律令》于

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颁行,《宪纲》于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颁行,两者相差只三年时

间。到洪武六年(1373年),两部法律同时重刊。可见两部法律的酝酿与着手制定的时间

都非常早,均在明朝正式建立之前就开始了,两部法律的制定活动具有同时性。②从制

定机构上看,《宪纲》由御史台进拟,《律令》由中书省负责起草,两部法律均由专门的班子

负责起草。而且,参与《律令》起草的主要官员也大多是御史台的官员,很可能两部法律

的起草人员基本上是同一班人马。③从审定与颁布的程序上看,两部法律均由朱元璋布

置制定、最后亲自审定,且均由法定的机构刊刻印行。④从立法的动因上看,颁行《律令》

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监察官巡历地方时于法有据,可见《宪纲》与《律令》有一种表里相维

的关系。综上,说明朱元璋对待两部法律的态度都谋深虑远、极为慎重,《宪纲》与《大明

律》一样在朱元璋心目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表明《宪纲》与《大明律》一样属于国

家的基本法律即“祖宗成法”,是不容后世子孙更改的。

(三)《宪纲》在洪武以后常常与其他基本法律一道被重申

洪武以后一直到明朝灭亡,各代皇帝和大臣很多时候都将《宪纲》与《大明律》《诸司职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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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见前注〔21〕,卷93《刑法一》,第1527页。
见前注〔1〕,卷26,第1册,第389页。
见前注〔1〕,卷28(上),第1册,第422页。
见前注〔1〕,卷81,第3册,第1465页。
关于朱元璋平定武昌及其返还应天的时间,《明史》记录如下: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二

月乙未,复自将征武昌,陈理降,汉、沔、荆、岳皆下。三月乙丑,还应天”。见前注〔21〕,卷1《本纪第一》,
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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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提并论,一同视为国家的基本法律加以重申和强调,显示出其作为“祖宗成法”的权威性。

兹略举几例,制作下表:

表1 《宪纲》与其他基本法律一并重申事例列表

史料来源 时间 重申事件 重申基本法律

《明 英 宗 实

录》卷 250,

第19册

景 泰 六 年

(1455年)

二月,戊戌

吏科都给事中李赞等言:“各处巡抚、镇守等官及都布按

三司按治所属,往往恣肆妄为……乞申明《大明律》及《宪

纲》严禁约之。”帝曰:“《大明律》及《宪纲》所载者如何不

遵? 礼部、都察院即申明之。但有搜举细故凌辱官吏者,

许被害之人陈诉,治罪不贷。”〔31〕

《宪纲》与《大明律》

《明 孝 宗 实

录》卷 223,

第32册

弘 治 十 八

年 (1505
年)四 月,

甲子

吏部主事杨子器向孝宗皇帝上言二十事:其中第一事是

遵行《大诰》,第二事是遵行《律》法,第三事是申明《宪

纲》,第七事是遵依《诸司职掌》调停吏役,第十一事是依

《大明律》规定时估赃罚。〔32〕

《宪 纲》与 《大 诰》

《诸司职掌》《大明

律》

《明 世 宗 实

录》卷83,第

40册

嘉 靖 六 年

(1527年)

十二月,戊

申

詹事霍韬在给世宗皇帝的奏书中建议严格执行“祖宗之

法”,其中提出,要依照《宪纲》关于“以农桑为衣食之源”

的规定,行令守令用心劝课;要执行《诸司职掌》中关于

“各处闸坝陂池可引水灌田利农者,务不时修浚”等规定,

以及申明洪武中令天下生员兼读《诰》《律》《教民榜文》之

令,“令学校生员兼试以律,仍令礼部以御制《大诰》诸书

刊行天下”,等等。“入,诏所司知之。”〔33〕

《宪纲》与《诸司职

掌》《大 诰》《大 明

律》《教民榜文》

《明 神 宗 实

录》卷 191,

第55册

万 历 十 五

年 (1587
年)冬 十

月,辛巳

上林苑右监丞徐琰言:“《祖训》《制书》《会典》《集礼》《大

明律》《宪纲》诸书并无监官拜提督四署中官之条,今韩印

欲监丞及署官行拜礼,臣不敢违国典以成印僭踰之罪。

上以提督官奉旨差用,相见自有旧规,如何忿争渎扰,夺

琰俸二月。”〔34〕

《宪纲》与《皇明祖

训》《皇明制书》《大

明会 典》《大 明 集

礼》《大明律》

另外,《明会典》所列“纂辑诸书”有《诸司职掌》《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
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军法定律》《宪纲》,〔35〕这些都

是明初制定通行于世的基本法律。

上述例子说明,《宪纲》与明初朱元璋制定的其他基本法律一样,被视为“万世常法”不容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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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35〕

见前注〔7〕,卷250(废帝(邠)[(郕)]戾王附录第68),第19册,第5421页。
《明孝宗实录》卷223,第32册,第4214页。
《明世宗实录》卷83,第40册,第1860页。
《明神宗实录》卷191,第55册,第3602页。
见前注〔8〕,“纂集诸书”,序文部分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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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宗、英宗考定《宪纲》维护了其基本法律的地位

朱元璋去世以后,几代皇帝都强调要严格实施《宪纲》,同时也不断地用发布事例的形式来

贯彻《宪纲》,或对其内容进行适当调整。日积月累的结果是,例与《宪纲》之间难免会产生矛

盾,导致监察官员在寻找法律依据时会任意取舍,损害《宪纲》的权威。有鉴于此,宣宗皇帝继

位以后就开始考虑并组织大臣们考定《宪纲》,到他去世前书已编成,但未及刊印。英宗继位以

后,在宣宗考定的《宪纲》的基础上又作了新的调整,终于在正统四年(1439年)十月定稿并刊

印天下。英宗在颁布考定刊印的《宪纲》的诏书中说:

朝廷建风宪,任之耳目纲纪之寄,所以肃百僚而贞百度也。《宪纲》一书肇于洪武,厥

后官制不同,所宜因时改书,而中外宪臣往往有任情增益者。我皇考宣宗章皇帝临御,臣

下屡以为言,遂敕礼部同翰林儒臣考旧文而申明之,并以祖宗所定风宪事体著在简册者悉

载其中,永示遵守,而益之以训戒之言。凡出臣下所自增者并削去之。书成,先皇帝上宾,

未及颁行。朕嗣位之初,尤以风宪为重,尝敕有司严选,务在得人。而宪臣复以《宪纲》为

言。朕今于先朝所考定中益以见行事宜,尔礼部即用刊印,颁布中外诸司遵守。尔都察院

其通行各道御史及按察司官钦遵奉行,敢有故违,必罪不恕! 钦哉。〔36〕

这份诏书阐述了对洪武四年《宪纲》进行考定的意义、原因、过程及增删的主要内容。结合

其他史料进行分析,可知考定《宪纲》的目的在于维护其作为基本法律的权威地位,未修改其主

要内容,也未更改其名称。

(一)宣宗、英宗考定《宪纲》的目的在于维护其权威

对《宪纲》的考定完成于宣宗时期,而宣宗是明朝皇帝中有名的守成之君,一向主张谨守

“祖宗成法”。据《明实录》记载,宣德元年(1426年)五月,甲午日,“上听政罢,御左顺门语侍臣

曰:‘朕祗奉祖宗成法,所以诸司事有疑碍而奏请者,必命考旧典。盖皇曾祖肇建国家,皇祖皇

考相承,法制详备。况历涉世务,练达人情,谋虑深远,子孙遵而行之,犹恐末至。世之作聪明

乱旧章驯至败亡,往事多有可鉴。古人云:“商周子孙能守先王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此诚确

论’”。〔37〕这里,宣宗将能否“祗守祖宗成法”上升到了关乎王朝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明宣宗宝训》卷一专门列出“监成宪”一章,记录了八个宣宗要求谨守“祖宗成法”的事例。

其中一例是,宣宗将其本人写的一篇名为《以曹参为说》的文章交与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

等观看并与他们讨论。该文主要观点为“嗣世之君,当守祖法,为辅相者固当清静处之”。杨士

奇等人看后回应说:“自古创业之君,辅运之臣,皆老于人情,熟于世故,立法垂宪至精至密,子

孙奉而行之,足以为治;若变乱纷更,必致祸败。往事昭然可为明鉴。陛下所论,非惟得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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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见前注〔7〕,卷60,第14册,第1153页。
《明宣宗实录》卷17,第10册,第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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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实万世继体图治者所当取法。”〔38〕杨士奇等人完全同意宣宗的看法,谨守“祖宗成法”实为

宣宗与大臣们的共识。

宣宗谨守“祖宗成法”的态度反映到《宪纲》的实施上,就是一直强调并维护《宪纲》的权威。

据《明实录》,洪熙元年(1425年)八月,宣宗皇帝继位不久,“陕西按察使陈智言:‘《宪纲》:监察

御史及各道按察司每岁八月中出巡、审囚、刷卷,已著为令。比因营缮等事差遣,旧令遂废。凡

储官司案牍散弃、钱粮刑名赃罚等项恐致湮没,无由稽考。’上语都御史刘观等曰:‘《宪纲》,尔

所职,何致废弛如是,悉旧例举行’”。〔39〕宣德元年(1426年)冬十月,“升行在河南道监察御

史,张政为山西按察使,上谕之曰:‘今以一道《宪纲》付尔,当谨守礼法,以肃众僚、正庶官,事有

当为者即为之,务合至公,勿有所徇’”。〔40〕宣德二年(1427年)十二月,“以山西道监察御史

杨礼不明《宪纲》,改江西瑞州府推官”。〔41〕这些事例表明,宣宗维护《宪纲》权威的主要方式

至少有:①对废弃《宪纲》旧典的监察官员予以严厉训斥,并责令悉数依照旧例执行;②强调《宪

纲》的重要性,并训示不得有违;③将不熟悉《宪纲》内容的监察官员调离岗位,改任其他职务。

无论是反复强调《宪纲》重要性,抑或处分不重视、不遵循《宪纲》的官员,都是宣宗极端推崇作

为“祖宗成法”的《宪纲》的表现。

以上可见,宣宗一向奉行“谨守祖宗成法”,在实践中又一以贯之地严格执行《宪纲》,这样,

我们就不难理解他对待修改《宪纲》的态度是“考旧文而申明之”,即重申和强调《宪纲》的规定,

目的是进一步维护《宪纲》的权威,保证《宪纲》的规定得到更好地落实。

(二)洪武四年《宪纲》的内容经考定后没有实质上的变化

“考定”既不同于修订,更不是重新制定,而是考证后予以确认。具体来说,考定《宪纲》就

是对当世通行的《宪纲》中的条文进行辨别,如系宪臣“任情增益者”予以删除,如系原来《宪纲》

的内容即予以确定,当然要对其中与现行官制不相适宜的部分予以修改。

一方面,洪武四年《宪纲》的实质性内容在正统四年《宪纲》中被保留下来。

要弄清楚洪武四年《宪纲》的实质性内容是否在英宗考定刊印的《宪纲》中都被保留下来,

先得弄清楚正统四年《宪纲》到底有哪些内容。这一点我们从流传下来的《皇明制书》和《明会

典》中能够比较完整地得知。《皇明制书》是明代人编纂刊印的明代基本法律文件的汇编,流传

下来的主要有三种刊本,即十四卷本、二十卷本和不分卷本,其中十四卷本和二十卷本都收录

有《宪纲》。日本山根幸夫所撰《<皇明制书>题解》一文对《皇明制书》的版本及收藏情况作了详

细的说明:《皇明制书》二十卷本是万历七年(1579年)由保定巡抚张卤(万历六年七月至万历

八年十月在任)于大名府刊刻,根据张卤所做的序文推断,他在编刊《皇明制书》时很可能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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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41〕

同上注,卷41,第11册,第1010页。
见前注〔37〕,卷7,第10册,第198页。
见前注〔37〕,卷22,第10册,第572页。
见前注〔37〕,卷34,第11册,第8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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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嘉靖年间镇江府丹徒县署刊刻的十四卷本的《皇明制书》。〔42〕笔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看到

馆藏的十四卷本,书中没有序文或者跋文,其刊刻经过以及刊刻于嘉靖何年均不得而知。书末

有“直隶镇江府丹徒县刊”字样,当为原刻本。杨一凡点校出版的《皇明制书》即以此为底

本。〔43〕

《皇明制书》虽然不是由国家正式的机构编纂完成并经法定的机构刊印,属于私人编纂性

质的法律汇编,但与现见《明会典》的有关内容相对照,其内容仍具有较高可信度。《大明会典》

虽成书晚于《皇明制书》,但因其为朝廷正式颁布的法典,权威性高于《皇明制书》。前文提到,

《宪纲》是纂辑《明会典》时所依据的重要法律文献,但遗憾的是,《明会典》在编纂时将原来的法

律条文按照重新设定的“事纲类目”进行编纂,使得我们无法见到《宪纲》的原貌。根据《明会

典》的编纂体例,将“正统四年定”的有关条文找出,与《皇明制书》中《宪纲》一书的内容进行比

对,发现它们除了个别用词不同,其他几乎完全一样。据此推断,《皇明制书》中《宪纲》一书的

内容就是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所定《宪纲》的内容。

《皇明制书》所收录的《宪纲》一书中有“宪纲三十四条”字样,应该是“经考定的《宪纲》条文

三十四条”的意思。前引《明实录》所载“御史台进拟《宪纲》四十条。上览之,亲加删定,诏刊行

颁给”一句,说明当时御史台草拟的《宪纲》初稿是四十条,报朱元璋后他进行了删改,最终保留

的具体条文数量很可能在三十四条至四十条之间。同时,考虑到《明会典》编纂时将之前各个

时期包括洪武年间制定的监察类的法律、条例都以某代某年定的形式作了记载,而唯独缺“洪

武四年定”的字样,这就意味着洪武四年《宪纲》的内容都已被正统四年《宪纲》的内容所吸收与

覆盖,因而没有必要再单独加以记载。据此可知,正统四年《宪纲》中“宪纲三十四条”就是洪武

四年《宪纲》的内容。

另一方面,对洪武四年《宪纲》中与现行官制不相适宜的内容作了更定,但涉及变更的有关

条文数量应当较少。

自洪武六年(1373年)重刊《宪纲》,一直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这期间明

朝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有:洪武十年(1377年)设通政司;洪武十三年(1380年)

废丞相,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建立由皇帝直接领导的五府六部体制;监察机构方面,洪武

十三年(1380年)罢御史台,十五年(1382年)设立都察院,十七年(1384年)正月升其为正二品

衙门,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经历、都事、各道监察御史等。在地方于洪

武九年(1376年)废除行省制度,改为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三司”并立的

政权。朱元璋去世以后,整个官制又小有变化,监察官制方面,建文二年(1400年)改为御史

府,成祖复旧制。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道为北京道。十八年(1420年),罢北京道,增设

贵州、云南、交阯三道。洪熙元年(1425年),称行在都察院,同六部。宣德十年(1435年),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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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山根幸夫「皇明制書解題」(明)張鹵編『皇明制書』(古典研究会影印版,1966-1967年)1-17頁。
杨一凡,见前注〔5〕,第1册,“皇明制书及所载法制文献的版本”,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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阯道,始定为十三道。正统中,去“行在”字样。〔44〕从洪武四年(1371年)到正统四年(1439
年),官制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毫无疑问所有与之有关的法律规定都应当相应地作出修改。

在原有《宪纲》中,确有一些条文直接涉及官制,如“嘱托公事”条、“互相纠劾”条都涉及到中央

监察机构的称谓,〔45〕特别是“照刷文卷”条详列了应具报卷宗以凭查刷的中央机构,〔46〕这些

在考定《宪纲》时都应当按照现行的官制进行改正,如将御史台的名称改为都察院,去掉中书

省、大都督府,增加五军都督府、通政司,等等。但实际上《宪纲》涉及到官制的条文并不多,只

有少数几个,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御史选任和监察规则方面的规定,这一点从前文所引朱元璋在

洪武四年(1371年)刊布《宪纲》时对臣下所言中也可以得到证明,而这些是仍然可以继续适用

而不必加以改动的,因此,可以判断宣宗考定《宪纲》时,为适应官制变化而对原有《宪纲》的内

容所做的改动其实并不多。

(三)正统四年《宪纲》增加的内容是以编例的形式附在洪武四年《宪纲》的内容之后的,强

化了洪武《宪纲》作为基本法律的地位与性质

英宗正统四年《宪纲》包括五个部分,除“宪纲三十四条”外,还有“宪体十五条”“出巡

相见礼仪四条”“巡历事例三十六条”“刷卷条例六条”。根据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发

布的诏令,考定后的《宪纲》与洪武四年《宪纲》相比,其变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保留了

宣宗考定《宪纲》时“以祖宗所定风宪事体著在简册者悉载其中”的部分,这方面的内容应

该是指正统四年《宪纲》中的“巡历事例”和“刷卷条例”,这两部分的内容都直接来源于洪

武二十六年(1393年)颁布的《诸司职掌》;二是“于先朝所考定中益以见行事宜”。据《明

会典》“国初,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官巡历所属各府州县,颉颃行事。洪武中详定职掌,

正统间又推广申明,著为《宪纲》,及宪体、相见礼仪,事例甚备”〔47〕一句推断,英宗增加的

内容应该是指“宪体十五条”和“出巡相见礼仪四条”,这两部分应该是一些现行事例的纂

集。结合前文对明代法律形式和宣宗、英宗两朝考定《宪纲》的本意进行分析,可知这些

内容应当是以附例的形式编于其后的,系对洪武四年《宪纲》的内容进行考定后所作的补

充,并不影响洪武四年《宪纲》作为基本法律的地位和性质。

对现行条例进行整理汇编,然后将其置于基本法律之后一体刊印,这种做法在洪武时期就

已经有了。据《明史》记载,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作《大明律诰》成。他对群臣说:

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行之既久,犯者犹众,故作《大诰》

以示民,使知趋吉避凶之道。古人谓刑为祥刑,岂非欲民并生于天地间哉! 然法在有司,

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谋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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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见前注〔21〕,卷73,《职官二》,第1182页。
杨一凡,见前注〔5〕,第4册,第1448页。
杨一凡,见前注〔5〕,第4册,第1453页。
见前注〔8〕,卷209,《都察院·风宪总例》,第10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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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诰》该载外,其杂犯大小之罪,悉依赎罪例论断,编次成书,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

守。〔48〕

这种将现行事例整理汇编后置于法典之后一体刊布的做法开创了一种新的法典编纂形

式,成为英宗考定《宪纲》的滥觞。朱元璋这么做,显然并不是要降低《大明律》的权威,反而是

要更好地维护它作为国家基本法律的地位。同理,正统四年《宪纲》的编纂方式也没有降低洪

武四年《宪纲》的权威,反而是维护了它作为基本法律的地位。

三、正统四年后《宪纲》作为基本法律名称一直相沿不改

“宪纲”一词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已出现,原有法律、法度等含意,后逐渐被用来指代监察法

规。经过漫长的演变,到明代始在多数情况下成为监察类基本法律的专有名词。

唐代之前,“宪纲”一词的含义主要是法纪、法度。如《后汉书·和帝纪》:“市道小民,但且

申明宪纲,勿因科令,加虐羸弱。”〔49〕又如《南齐书·谢超宗传》:“况超宗罪逾四凶,过穷南竹,

虽下辄收,而文止黄案,沈浮互见,轻重相乖,此而不纠,宪纲将替。”〔50〕唐宋以降,“宪纲”的含

义演变为专指监察方面的法律规定,但非确指某一部专门的监察法。唐高宗“龙朔二年,改御

史台曰宪台,大夫曰大司宪,中丞曰司宪大夫”,〔51〕此后监察机构与“宪纲”一词产生了直接的

关联,如《旧唐书·王徽传》:“徽探知其旨……高湜时持宪纲,奏为侍御史知杂,兼职方员外郎,

转考功员外”,〔52〕《旧唐书·孔纬传》:“(孔纬)乾符中,罢学士,出为御史中丞。纬器志方雅,

嫉恶如仇。既总宪纲,中外不绳而自肃”。〔53〕《宋史·边归谠传》:“周广顺初,迁兵部、户部二

侍郎。世宗闻其亮直,擢为尚书右丞、枢密直学士,以备顾问。就转左丞,世宗以累朝以来宪纲

不振,命为御史中丞。”〔54〕到了元代,出现了名为《风宪宏纲》的专门的监察法规,〔55〕但“宪纲”

一词的使用一如唐宋。查《元史》有四处使用“宪纲”一词,均为监察纪律、监察秩序的意思,如

天历元年(1328年)十一月,文宗以御史中丞玥璐不花为太禧使,“监察御史撒里不花等言:‘玥

璐不花素禀直气,操履端正,陛下欲振宪纲,非任斯人不可。’乃复以玥璐不花为中丞,兼太禧

使”。〔56〕其他三处为“宪纲大振”“宪纲隳矣”“宪纲不振”,从用词搭配看,四处“宪纲”一词的

含意是一样的。朱元璋在洪武四年制定监察方面的基本法律,取其名为《宪纲》,很可能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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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见前注〔21〕,卷93,《刑法一》,第1526页。
《后汉书》卷4《孝和孝殇帝纪》,中华书局1999年简体字本,第126页。
《南齐书》卷36《谢超宗传》,中华书局1999年简体字体,第431页。
《新唐书》卷48《百官三》,中华书局1999年简体字体,第812页。
《旧唐书》卷178《王徽传》,中华书局1999年简体字体,第3158页。
同上注,卷179《孔纬传》,第3164页。
《宋史》卷262《边归谠传》,中华书局1999年简体字体,第7464页。
据《元史》记载:“仁宗之时,又以格例条画有关于风纪者,类集成书,号曰《风宪宏纲》。”《元史》卷

102《刑法一》,中华书局1999年简体字体,第1729页。
同上注,卷32《文宗一》,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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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宏纲”的简称。

检索《明实录》,自英宗登基至正统四年颁布新版《宪纲》前,这期间有两段记载涉及“宪纲”

一词,用的都是“振肃宪纲”,说明那时“宪纲”一词非专指《宪纲》这一法律文本。而从正统四年

《宪纲》颁布一直到明朝末年,“宪纲”一词绝大多数情况都是专指《宪纲》法律文本。具体情况

如下表:

表2 正统四年后“宪纲”一词使用情况统计表

各朝《实录》
“宪 纲”一 词

出现次数

特指《宪纲》文

本次数
与“宪纲”关联的词语 补充说明

英宗 皇 帝 实 录(正

统四 年 以 后,含 景

帝实录)

11 11

宪纲一 书、宪 纲 所 载、祖 宗 宪

纲、悉依(乃陈、申明、蔑视)宪

纲

宪宗皇帝实录 12 11
不遵(悉依、只遵、遵、按、照依、

依、照)宪纲、祖宗宪纲

余一处说官员“动

触宪纲”,不明确

孝宗皇帝实录 4 4 仍遵(不遵、务遵、申明)宪纲

武宗皇帝实录 9 8
固非宪纲专任之意、不体(不

遵、力持、悉照、申明)宪纲

余一处说“大弛宪

纲”,不明确

世宗皇帝实录 25 22

遵照(遵依、申明、依)宪纲、宪

纲曰、总司宪纲、宪纲所载、呈

递宪纲一册

穆宗皇帝实录 2 2
嘉靖初年所定宪纲事理、登记

宪纲册

嘉靖初年多次借

重申《宪纲》出台

事例

神宗皇帝实录 12 11

查照(申明、不遵、尽举、申饬、

遵照、体统)宪纲、大明律宪纲

诸书、宪纲、宪纲所载、祖宗宪

纲

光宗皇帝实录 0 0 0

熹宗皇帝实录 5 4
遵照(开载、有禆)宪纲、宪纲至

严

余一处“条上宪纲

要务”,不明确

从上表看,英宗正统四年刊布考定的《宪纲》后,各朝实录记载涉及《宪纲》的总共有80次,

其中至少有73次确指作为监察类法律文本的《宪纲》,占比达90%以上。这说明正统四年后

在使用“宪纲”一词时,绝大多数情况都是指的《宪纲》一书。这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说明,《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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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是作为国家基本的法律贯彻实施于整个明代的。

四、《宪纲》之外不存在其他监察类单行基本法律

要说明《宪纲》为明代唯一的监察方面的基本法律,仅就《宪纲》本身的制定、考订及实施情

况进行考证是不够的,还得弄清楚与之有关的一些提法是怎么出来的、其根据是什么、是否具

有合理性。

(一)关于《宪纲事类》的说法

检索《明实录》《明会典》《明史》等书,并未见有《宪纲事类》这一法律名称的记载。那么,为

什么会有英宗在正统四年(1439年)制定了《宪纲事类》,或《宪纲》即《宪纲事类》等各种说法

呢?

199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杨一凡、曲英杰主编的《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二册,

其中收录有《宪纲事类》。编者指出,《宪纲事类》以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年间南直隶镇江府丹

徒县官刊《皇明制书》为底本点校,“《宪纲事类》,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十月刊行。据该书

首皇帝敕谕,《宪纲事类》系宣宗朱瞻基敕礼部同翰林儒臣所定,书成,宣宗驾崩,未及颁布。英

宗继位后,复命礼部刊印,颁行天下。全书九十五条,其中《宪纲》三十五条,《宪体》一十五条,

《出巡相见礼仪》四条,《巡历事例》三十六条,《刷卷条例》六条……”。〔57〕2013年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出版了杨一凡点校的《皇明制书》,杨一凡在《<皇明制书>及所载法制文献的版本》一

文中沿用了这一说法。〔58〕其他有关《宪纲事类》的各种说法均未注明出处,很可能来自上面

的说明,但这一说明其实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的诏书中并没有出现“宪纲事类”字样。诏书说“《宪纲》一

书肇于洪武”,其意思是现在要刊印的《宪纲》肇始于洪武年间制定的《宪纲》,如果是改了名称

(如改名为《宪纲事类》),该诏书就应当表述为“《宪纲事类》一书肇于洪武”。而且,从法律修订

者的本意角度来说,既然考定《宪纲》的目的是“考旧文而申明之”,其行为应当具有一定的保守

性与延续性,不会轻易改变《宪纲》这一法律名称。

其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皇明制书》十四卷本和日本东洋文库藏《皇明制书》二十卷本所

列书目只有《宪纲》而无《宪纲事类》。山根幸夫在《<皇明制书>题解》一文中列举了各刊本收录

的典籍,亦均只有《宪纲》而无《宪纲事类》。〔59〕由此可见,《宪纲事类》这一名称来源于《皇明

制书》,应系点校说明者的误解。

第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皇明制书》所列典籍本来只有《宪纲》,但在其内页有“宪纲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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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8〕

〔59〕

杨一凡、曲英杰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二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点校说明”第

2-3页。
杨一凡,见前注〔5〕,第1册,“皇明制书及所载法制文献的版本”,第20页。
山根幸夫、注〔42〕前揭論文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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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字样,现在的点校者去掉了“宪纲”而直接换上了《宪纲事类》,以致人们误以为《宪纲》就

是《宪纲事类》。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皇明制书》收录的《宪纲》一书,开卷是前面引过的英宗正

统四年刊印《宪纲》时发布的诏书,然后是“宪纲事类目录”。出现“宪纲事类目录”字样,一种可

能是英宗正统四年刊印的《宪纲》原书就是如此;另一种可能是《皇明制书》的编者自己加上去

的———这种属于私自编纂刊印而非朝廷下令刊印的法律汇编,其内容有所增改是难免的。

但是,无论基于何种情况,“宪纲事类”都是作为《宪纲》一书的编目标题出现的。现今出版

的《皇明制书》点校者用《宪纲事类》作其书名,相当于将该书的副标题直接作为正标题使用,由

此引起了误会,并导致学界进一步的误用。

(二)关于《宪纲条例》的说法

用“宪纲条例”作关键词在《明实录》《明史》《明会典》等书中搜索,仅在《明会典》中找到一

处,其他均未见。这样,关于正统四年(1439年)制定了《宪纲条例》的说法,就很可能来源于对

《明会典》有关内容的解读。

据《明会典》载:“见《诸司职掌》及正统中所定《宪纲》、条例甚备,各以类分列。”〔60〕将《宪

纲》称为《宪纲条例》,可能是对“正统中所定宪纲、条例甚备”一句的误读。此句有两种不同的

读法,可以作“正统中所定《宪纲》、条例甚备”,也可以作“正统中所定《宪纲条例》甚备”,相应地

有两种不同的含义。考虑到《明会典》“纂辑诸书”所列供编辑《明会典》用的书籍中只有《宪纲》

而无《宪纲条例》;同时联系到《明会典》的另一记载:“国初,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官巡历所属

各府州县,颉颃行事。洪武中,详定职掌。正统间,又推广申明,着为‘宪纲’及‘宪体’、‘相见礼

仪’,事例甚备”,〔61〕可知“正统中所定宪纲、条例甚备”一句恰当的标点应是“正统中所定《宪

纲》、条例甚备”,意即正统中所考定的洪武时期的《宪纲》条文和所增益的条例很详备。据此,

按《明会典》的记载,是不存在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制定了《宪纲条例》这一说法的。

(三)关于《宪纲》与《宪体》甚至与《岀巡相见礼仪》《巡历事例》《刷卷条例》并列为单行法规

的说法

将《宪纲》与《宪体》并提,认为明代制定了《宪纲》《宪体》,其根据可能是《明会典》的两处记

载,一处是前引《明会典》中“著为‘宪纲’及‘宪体’‘相见礼仪’,事例甚备”一句,另一处是《明会

典》都察院部分“出巡事宜”一节,在收录“正统四年定”的内容中有三个地方分别出现“以上宪

纲”“以上宪体”“以上出巡相见礼仪”的说明,以此误以为《宪纲》《宪体》是并行的单行法规。至

于认为正统四年(1439年)制定了《宪纲》《宪体》《出巡相见礼仪》《巡历事例》《刷卷条例》五部

单行法规,其依据可能是《皇明制书》中收录的《宪纲》一书分为五个部分,就简单地认为这五个

部分为五部单行法律。这些说法均未明确注明出处,其实均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其一,从历史文献记载的法律文本的情况看,不存在以“宪体”“出巡相见礼仪”“巡历事例”

“刷卷条例”等命名的单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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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见前注〔8〕,卷209,《都察院一·风宪总例》,第1039页。
见前注〔8〕,卷210,《都察院二·出巡事宜》,第10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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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宪体”“出巡相见礼仪”“巡历事例”“刷卷条例”作关键词在《明实录》《明史》等书中搜

索,仅找到若干处涉及“宪体”的内容,其他均阙如。而全部《明实录》中涉及“宪体”的段落总共

83段,英宗正统四年以后共77段,联接用词仅有一处为“不遵宪体”,其他为有(甚)失(乖、昧、

伤)宪体、不(罔)谙(宜、达)宪体、失风宪体、当执宪体、宪体不严(不检、略疏、不端、扫地)、练达

(共成、卑辱、大坏、大关、肃、辱、成何)宪体、(甚)得宪体、于宪体非宜、以正(崇)宪体、条陈宪体

四事、巡方宪体、宪体是非曲直、总宪体尊权重等。对比前面“正统四年后‘宪纲’一词使用情况

统计表”中所列与“宪纲”的联结词可知,“宪体”一词指的监察秩序、风宪体统、风宪官的形象

等,而非指法律文本。

其二,从历史文献记载的纠正监察官员违法行为时所引用的法律看,不存在以“宪体”“出

巡相见礼仪”“巡历事例”“刷卷条例”等命名的单行法律。

《明实录》共有九段与“宪纲”“宪体”均相关的记载,大体是说依照《宪纲》应当是什么样的,

否则就会有伤“宪体”,或者是某某人不谙“宪体”,当依《宪纲》进行处理,这从另一角度也说明

“宪纲”是法律书名,而“宪体”不是。如天顺元年(1457年)三月,英宗皇帝在给都察院右都御

史耿九畴等的敕谕中说:“朕今简命尔等,以肃台纲。尔等其必勉图报称,正己奉法,督率各道

御史,咸修厥职,痛革前弊。今后仍须严加察举,其间但有不谙宪体、不立名节,在内在外如前

所为者,具名以闻,从公黜退。及有别无非为,止是不宜宪体者,亦从奏请改除。凡遇一应政务

悉依《诸司职掌》及《宪纲》施行,言事必以直道而务存大体,治事必以正法而务循旧章。”〔62〕又

如成化七年(1471年)夏四月,吏科都给事中程万里等建言:“御史,朝廷耳目之官,顷年任是官

者多新进之士,罔谙宪体,乞敕吏部一依《宪纲》选用……”〔63〕

在涉及到违反出巡相见礼仪方面的行为需要纠正时所引用的也是《宪纲》而不是《出巡相

见礼仪》。如嘉靖初年,胡世宁在《陈言治道急务以效愚忠疏》中说:“往时巡按秉权太重,行事

太过,先朝考定《宪纲》一书以为矜式。其与三司、知府等官相见各有定礼也,其职任事务各有

定例也。今则藩臬、守令皆不得专行其职,而事皆禀命于巡按矣。甚而巡抚固位者,亦不敢专

行一事,而承望风旨于巡按矣。”〔64〕又如嘉靖九年(1530年)正月,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谨以

《宪纲》及皇上敕谕,窃取其宏纲大旨,谨条为‘巡按约束十二事’”,其中一事为“谨礼度”,文中

说:“《宪纲》所载:御史与方面官往来相见,礼节甚明,及运使运同、知府知州有事不许跪白。近

蒙皇上申饬前规,至为谆切,足以一洗数十年相传陋习。自今御史有不遵定议,仍令两司隅坐,

运使等官跪禀者,听臣等访实参治。”世宗皇帝答复说:“御史巡历地方,振扬风纪,关系甚重,旧

章成法,具载《宪纲》。朕已屡谕举行,而人心怠玩如故,览疏深切时弊,俱准行。”〔65〕汪鋐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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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65〕

见前注〔7〕,卷276,第20册,第5891页。
《明宪宗实录》卷90,第24册,第1749页。
胡世宁:“守令定例疏”,〔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136《胡端敏公奏议》,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1349页。
《明世宗实录》卷109,第41册,第2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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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条文出自《宪纲》一书“出巡相见礼仪四条”中的第三条,如果“出巡相见礼仪”为单行法规,

就会直接加以援引而不会援引《宪纲》,世宗皇帝的答复也是同理。

至于“巡历事例”,在《明会典》“都察院”部分“巡历事宜”一节,列举了“正统四年定”的条文

十条,并在该段最后明确说明“以上宪纲”。〔66〕这就排除了英宗正统四年制定了“巡历事例”

单行法律的说法。万历十五年(1587年)八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詹仰庇陈“御史出巡事宜”,“上

以所奏有禆风纪,命都察院议行。今后巡按御史敢有任情行事不遵《宪纲》者,该院从实查参,

于回道考察之日分别议处”。〔67〕这也说明关于御史出巡方面的事宜是由《宪纲》规定的,朝廷

并未制定其他单行法律。

(四)关于《风宪总例》的说法

为了弄清楚明朝是否制定了名为《风宪总例》的单行法规,笔者以“风宪总例”为关键词对

《明实录》《明史》《明会典》等书进行搜索,仅在《明会典》中找到一处记载。《明会典》“都察院”

部分专门有一节“风宪总例”,共计10条。这一节的首语为“在京都察院及十三道,在外按察

司,俱称风宪衙门,以肃政饬法为职,见《诸司职掌》及正统中所定《宪纲》、条例甚备,各以类分

列。其通行难附者,载此”。〔68〕显然,“风宪总例”是出于《明会典》编纂的需要特设的一节,只

收录了《宪纲》中其他事纲类目无法收录的一部分内容,并无《风宪总例》一书。

总之,明代监察类基本法律只有《宪纲》一书,其他的说法都是因为对有关的文献产生了误

读所致。

五、余 论

德国法学家伯恩·魏德士(BerndRüthers)指出:“没有一个法律规范是独立存在的。它

们必须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部分要素来理解。”〔69〕对中国古代法律文本进行研究,当然是为

了弄清楚该法律文本的真实情况,但这只是目的之一;更重要的是要借此研究与之相关的法律

制度的内容及其演变、实施方面的情况,甚至为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一朝一代法制的特点提供

新的视角和新的证明。对《宪纲》一书考查的结果表明:《宪纲》作为明太祖亲自制定的监察法

方面唯一单行的基本法律,是明朝所谓的“祖宗成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更改的特性。

因此,终明之世,各代皇帝都在反复重申和强调要切实贯彻实施《宪纲》,以致表面上看来有明

一代基本的监察法律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实质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宪纲》与实际

生活脱节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不能得到严格的实施,为了克服这一弊端,朝廷不得不

在维护“祖宗旧制”的名义下不断出台监察方面的事例来补其不足,这些事例与《宪纲》之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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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7〕

〔68〕

〔69〕

见前注〔8〕,卷210,《都察院二·出巡事宜》,第1050页。
《明神宗实录》卷189,第55册,第3551页。
见前注〔8〕,卷209,《都察院一·风宪总例》,第1039页。
(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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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与事例之间难免会产生矛盾和冲突,日积月累的结果就使得它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也越来越

流于形式。《明史·刑法志》在谈到《大明律》时说:由于明太祖朱元璋不允许后世子孙更改他

所定的律,“而后乃滋弊者,由于人不知律,妄意律举大纲,不足以尽情伪之变,于是因律起例,

因例生例,例愈纷而弊愈无穷……由此奸吏骫法,任意轻重”,〔70〕在这种情况下法制的崩溃就

成为势所必至的事情。通过对《宪纲》的考察可以得知,其与例的关系及实施情况与《大明律》

的有关情况如出一辙。两者相互印证,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明代法制的重要特点:明初朱元璋非

常重视法律制度建设,所定法律也极为完备,但其后世子孙因为要谨守“祖宗成法”而不能因时

制宜加以更改,导致明代的法制总体上呈现出极端保守、僵化与落后的一面。把握这一特点,

反过来也助于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只有《宪纲》才是明代监察方面唯一的基本法律。

Abstract:ThesystemoflawintheMingDynastyconsistedofthebasicandtheimperialdecreesand

temporarymeasures.Basiclawsbelongedto“lawshandeddownfromforefathers”,whichmustnotbe

changedbylatergenerations.ThepurposeofthereviewandverificationofXianGangbyEmperorXuan-

zongandEmperorYingzongwasto“verifyandreasserttheexistingtextsoflaw”.Afterthereviewand

verificationprocess,thecontentsoftheXianGangadoptedinthefourthyearofEmperorHongwu̓s

reignwerebasicallyretained.ThecontentsaddedtothelawwereattachedtotheretainedEmperorHong-

wu̓sXianGangintheformofcompilation,thusstrengtheningthestatusandnatureofEmperorHong-

wu̓sXianGangasabasiclaw.Thetitle“XianGang”hadnotbeenchangedsinceitwasprintedafterre-

viewandverificationinthefourthyearofEmperorZhengtong̓sreign.Therehavelongbeensomeinaccu-

rateorevenerroneousunderstandingsabouttheXianGang,whichareresultedfrommisquotingormis-

readingthehistoricalmaterials.Therewerenootherseparatebasiclawsinthefieldofsupervisionoutside

XianGang.Sucharealizationisofcriticalimportancetoacomprehensiveunderstandingofthelegalsys-

temintheMingDynasty.

KeyWords:MingDynasty;LegislationonSupervision;XianGang;Systemof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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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见前注〔21〕,卷93,《刑法一》,第1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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